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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古典与新综合：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
的诗学追求

马正锋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要］新诗与传统诗歌的关系，一直困扰着诗坛和学界。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较好地处理了这一关系，

他们努力追求兼容和打通古典、浪漫与现代的新综合诗学理想，他们及时纠正了新诗发展过程中那种轻
视传统、片面现代的弊端，化解了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系，推动了中国新诗与古典的和浪漫的诗学传统之
和解，走上了合理地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综合发展之路。“新古典”和“新综合”是理解和把握现代南方
学院诗人群诗学追求的重要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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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论

新诗以反传统的姿态发难，随后一段时期
内又不断强化这一姿态。这种拒绝传统的革命

姿态，虽然片面和极端，但有助于新诗现代性的
尽快确立，所以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一味反传
统的姿态显然难以延续，长此以往亦不利于新
文学与新诗的健康发展。因此，在新文学和新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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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成功之后进入建设时代，补上学习传统、
创造性转化传统这一课，是必须和必然的事。

在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上，现代
南方学院诗人群是较为自觉且有所成的一群诗
人。①他们活跃于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代表性诗
人有汪铭竹、常任侠、沈祖棻、孙望、程千帆，同
时也得到了李白凤、吕亮耕、侯汝华、林英强等
诗友和同路人的支持。他们接连创立“土星笔
会”“诗歌战线社”“中国诗艺社”和“诗星火社”
等诗歌团体，创办《诗帆》《诗歌战线》《中国诗
艺》和《诗星火》等新诗刊物。南方学院诗人群
的贡献和作用，主要在于及时纠正了轻视传统、
片面现代的弊端，化解了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关
系，从而推动中国新诗与古典的和浪漫的诗学
传统和解、走上了合理处理继承与创新关系的
健康发展之路，他们还较好地兼顾了诗的艺术
性与社会关怀，创作成就也证明此路不误。

同代评论者多认为《诗帆》和“土星笔会”属
于“古典的象征派”，②称其诗歌有着明显的古
典与现代融合的意味。出版于１９３８年４月２２
日的《诗歌战线》第六期有编者撰写的《社讯》，
第三条说：“新古典主义派诗人汪铭竹，近有信
来，谓已到铜仁，在国立贵州中学任教，并率领
学生，做种种救亡运动云。”所谓编者，乃“土星
笔会”的常任侠和孙望。这是目前可见的现代
南方学院诗人群自称“新古典主义诗人”的首则
文字材料。１９４０年５月，常任侠在《中苏文化》
发表长文《五四运动与中国新诗的发展》，概述
从五四运动到抗战初期以来的新诗运动，再次
申明自己标举新古典主义，并将其视为《诗帆》
和“土星笔会”的标识。半个多世纪后，常任侠
在撰写《土星笔会和诗帆社》回顾编辑《诗帆》的
经历时，仍说自己的诗作“漂浮着新感觉派的气
息”［１］。不难发现，“新”与“古典”是这群诗人坚
持良久的诗学追求。

　　二、近现代文论史上的“古典主义”与“新古

典主义”

　　在西方文论体系中，古典主义通常被认为

是１７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

与封建贵族阶级既斗争又妥协的态势在文艺理

论上的反映，它倡导秩序和理性，强化和发展了

亚里士多德与贺拉斯的文艺观点，奉《诗学》和
《诗艺》为圭臬，又以布瓦洛《诗的艺术》为当时

的经典。总之，古典主义强调继承古代文学遗

产，在创作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其末流却陷

入严重的教条主义而颇受后世诟病。

美国学者韦勒克曾追溯了作为术语的“古

典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之源流。他认为古典一词

含有“杰出、卓越、权威、古代”的意义，从１７世

纪开始，古典主义文学先后盛行于法国、英国和

德国，且各有特点。历史地看，公元前１世纪，

罗马诗论家贺拉斯系统阐发了奉古希腊悲喜剧

为正典的观念，此可为“古典主义”事实上的兴

起，而英法等欧洲诗论家在１７世纪前后对“古

典”的再发现，相对于前者则称为“新古典主

义”。为行文方便，韦勒克很多时候将“古典主

义”与“新古典主义”合而论之［２］。另一位重要

的文论家艾布拉姆斯没有对“新古典主义”（Ｎｅ－
ｏｃｌａｓｓｉｃ）下一定义，但他归纳出了新古典主义

作家的特征：强烈的传统性，对激进文学创新表

示怀疑；文学作为一门“艺术”，需要长期的钻研

和实践；人是文学尤其是诗歌题材的主要源泉，

应当为人类而艺术；强调人类所共有的具有代

表性的特征；推崇中庸之道，避免极端的思想，

认为人生是有限的，艺术和人生一样要符合一

定的规则，是“掩饰其艺术的艺术”［３］。

新文学运动初期，周作人、沈雁冰、郑振铎

等对西方文学的发展多有介绍，稍后一些则有

留学归来的梁实秋，他们所撰有关古典主义或

新古典主义的介绍性文章影响很大，代表了那

一代研究者对该问题的普遍看法。

周作人受聘北京大学后为教授欧洲文学史

课程专门撰写了一系列讲义，这些讲义后来整

理成《近代欧洲文学史》。这部文学史分为绪

论、古代、古典主义时代、传奇主义时代和写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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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时代五个部分。其中，在古典主义时代部

分，周作人撰有《总说》概述了其对于古典主义

的理解：“虽历年五百，分国五六，然有共同之现

象，一以贯之，即以古典为依归也。”［４］所谓“历

年五百”，是从１４世纪到１８世纪末，“分国五

六”是涉及了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英国

和俄国，“古典为依归”是古希腊文化。

沈雁冰所撰《文学上的古典主义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署名“雁冰”）发表于１９２０年《学

生杂志》第７卷第９期，他对与古典主义相关的

几种概念，包括原本的古典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

新古典主义 （Ｎｅ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和假古典主义
（Ｐｓｅｕｄｏ－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辨析而论，认为古典主义

有广大而健全的人生观、理性的情绪和完全的

艺术形式，这些质素原在古希腊罗马的文学作

品中见出，被１７世纪法国人重新奉为圭臬，他

们创作出新的古典式作品，不过在实践中由于

重形式的倾向后来导致了假古典主义。

郑振铎的《何谓古典主义》发表于１９２３年

的《小说月报》第１４卷第２期，他在文章中简述

了古典主义（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ｓｍ）在西欧的流脉后，又辨

析与其相近的概念“古典”（Ｃｌａｓｓｉｃ）意思，随后

进入了对古典主义的定义中来，说：“所谓古典

主义便是追慕这些作家的典则，以技术的完整

有秩序，情绪的健全与平衡为文学的极则的。”

“这些作家”指古希腊、古罗马的作家。郑振铎

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古典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的

流变以及代表性的古典主义文学家，最后还指

出古典主义发展到末流后，因为囿于形式和文

法而被罗曼主义所代替。

梁实秋自１９２７年起，先后出版了《浪漫的

与古典的》（１９２７年）、《文学的纪律》（１９２８年）、

《文艺批评论》（１９３４年）、《偏见集》（１９３４年）等

文艺理论著作。梁实秋关于古典主义的观点，

是在与浪漫主义的论辩中说明的，他认为古典

主义是健康的，新古典主义是健康的衰退，而浪

漫主义则是病态。

１９３５年７月，生活书店出版由傅东华编著

的《文学百题》，该书收录了朱光潜的《什么是古

典主义》，文章认为古典主义有两种意义，一是

古典文学所表现的特殊风格，二是将这种特殊

风格视为文学的标准和模范的主张。又说：“古

典本来无有主义，古典之有主义，从罗马作家浩

越（Ｈｏｒａｃｅ）起。”但是，朱光潜称贺拉斯的古典

主义为“假古典主义”，它是罗马人模仿古希腊

经典的产品，在文艺复兴的时候兴起，实际上是

拉丁古典文学的复兴，也可被称作“拉丁古典主

义”。朱光潜还认为，所谓古典主义诗学理论的

圭臬之作，维达（Ｖｉｎｄａ）的《诗学》、布瓦洛
（Ｂｏｉｌｅａｕ）的《诗学》和蒲普（Ｐｏｐｅ）的《批评论》

和贺拉斯的《诗学》类似，虽然著者自认为祖述

亚里士多德，实际上却相反，不是真正的、亚里

士多德式的古典主义。朱光潜看到了两种古典

主义———希腊式的和拉丁式的，而他认可希腊

式的古典主义。朱光潜还认为浪漫派以后的诗

人深受希腊古典影响，继而超越了“拉丁式古典

主义”（假古典主义），所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古

典主义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重要成分。在这

里，朱光潜严格区分了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主义，

而他所说的“拉丁古典主义”，基本上同于沈雁

冰所反对的假古典主义。

朱光潜在《什么是古典主义》中对于古典主

义的述说带有一定的贬义成分。这篇文章作于

１９３５年，与《诗帆》的存在时间相同，此时恰好

也是中国现代诗坛所谓的“晚唐诗热”期或者说
“古典诗的复活”期。当时，拥抱与回归“古典”

是现代诗的主潮之一，废名、林庚、何其芳、卞之

琳等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和理论，对中国“古典”

进行了“再认识”“再发现”乃至“再改造”。不

过，当这种对于中国“古典”的回归趋势走向偏

颇，尤其是当某种形式主义的倾向出现时，就引

起了一些诗人的警惕。其中，戴望舒、钱献之和

林庚之间关于“新格律诗”的话题还进行过一场

颇为严肃的论辩。③钱献之认为，单纯的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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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意象的使用、意境的营造以及文言字词的介

入不过是“拿白话去写新诗”，并不是现代诗之

所以为“现代”的关键，这么做很容易让新诗陷

入“新瓶装旧酒”的境地。朱光潜的《什么是古

典主义》即便不是直接针对着新文学和新诗中

的“古典的回归”，但仍富于启示，因其明确指出

西方对于“古典”的认识过程中曾经出现很大的

弊端，由“古典主义”堕入“伪古典主义”或“假古

典主义”是很容易的，而这理应为当时的中国诗

人所警示。

一个值得注意的背景是现代主义诗人艾略

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什么是古典》等文章中

所表现出来的对于古典的重视深刻影响了中国

的现代诗人。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学界倾向于

认为中国现代诗人对于古典的重视源于西方的

碰撞或者说刺激。现代派诗人对传统的重塑，

常常被视为中国新诗“现代性”的体现。近些年

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界逐渐摒弃了这种“撞

击－回应”模式，转而认为不同诗人接近“古典”

的道路不尽相同，对于“继承”和“回归”等也有

了新的阐释，出现了“另类现代性”的提法。比

如，有研究者指出，“新诗的曲折历史已表明，它

与传统并不是一种‘继承’关系，更不是一种‘回

归’关系，而应是一种修正和改写的关系，一种

互文与对话的关系；在富有创造力的诗人那里，

这可能还会是一种‘相互发明’的关系”［５］。当

然，“撞击－回应”模式也好，“另类现代性”也

好，都显示了中国诗人在守正与创新中的努力。

有必要再补充中国学界近年来对于“新古

典主义”的认识，至少存有三种有影响的理解方

式：第一种理解是布洛瓦意义上的“古典主义”，

基本特点是崇尚理性、歌颂国家大一统、继承古

典文学传统、强调作品语言和结构的严谨；第二

种理解则限定在中国现代文学之中，认为“新古

典主义”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学领域“反现代”

冲动的产物，显示了一种以“中国古代固有的传

统抵御中国社会及社会思想的现代变化的企

图”，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没有消灭古典主

义，而是使它改变了自己的形态和具体的表现

形式，使它变成了中国现代的古典主义，即中国

的新古典主义”［６］；第三种理解则与２０世纪５０、

６０年代台湾诗坛重申的“新古典主义”诗学直

接相关，之所以说是“重申”，乃是指此种诗学理

念在１９３０年代的现代派那里已经出现过，它在

当时主要在反对西化和现代主义、倡导继承古

典诗余韵的意义上使用，《文学杂志》和《蓝星》

是其主阵地，覃子豪、余光中是此种诗学观点的

主要阐释者和实践者。

另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的批评实践中，那些

提倡从古典文学传统中寻找现代质素并将其运

用于现代诗歌写作中的诗人，往往被研究者视

为具有“新古典主义”倾向的诗人，林庚、卞之琳

等“现代派”诗人在１９３０年代常被视为“古典象

征主义”，就属此倾向的表现。近年来，王光明

呼吁重视新诗中的新古典主义理论，将吴兴华

视为“新古典主义”诗评家和诗人，后继者还包

括林以亮、胡菊人、余光中、叶维廉、郑敏等，他

们“虽然出发点不同，但都主张重新认识汉语传

统和古典诗歌的魅力，为现代诗歌寻找解困策

略”［７］。解志熙认为抗战前后存在着一股“南北

呼应的新古典主义诗潮”［８］，南方主要以出身于

南京的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常任侠、汪铭竹、

孙望、程千帆、沈祖棻等为代表，即本文所说的

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北方则有蛰居北平燕京

大学的吴兴华以及陆志韦、郭绍虞、孙羽（孙道

临）等人。张松建将吴兴华、沈宝基、罗大冈等

视为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实验者”的代表，认为
“他们依凭清明的理性和辩证的精神以寻求传

统诗学的现代转化”［９］。以上几种关于中国现

代诗的“新古典主义”阐述，是学界当前较有代

表性的研究。略显遗憾的是，研究者似并未尝

试为中国的“新古典主义”下一定义，而主要通

过特定诗人和诗评家的诗作与诗论观点来呈现
“新古典主义”在中国现代诗人那里的实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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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譬如，张松建发现了吴兴华诗歌“古典新

诠”中的“现代性”、沈宝基的将中国传统艺术精

神和哲学观念改造成名为“宇宙意识”的美学、

罗大冈的故国想象和乡土修辞与现代国家“流

亡与放逐”现象的历史相关性。这些研究都认

为在中国现代诗歌中始终存在着一批态度严肃

的诗人和评论家，致力于发掘“古典”传统，而这

发掘的过程，又构成了中国新诗现代化的重要

面向。

　　三、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与“新古典”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新文学界对正统的“古

典主义”异议不大，有明显的褒扬，但对其末流

的批判则不遗余力，虽程度不一，但都明确指出

了偏颇后的不当。在这样的文学思潮当中，“土

星笔会”标举“新古典主义”，显然不是在以上综

述之贬义的意义上使用。对于自己所“标举的

新古典主义”，常任侠在１９４０年代的描述如下：

“他们既不喜新月派的韵律的锁链，也不喜现代

派意象的琐碎，标举新古典主义，力求诗艺的进

步，对于现实的把握，黑暗面的剖析，都市和田

园都有描写。他们汲取国内和国外的———尤其

法国和苏联———诗艺的精彩，来注射于中国新

诗的新婴中，以认真的态度，意图提倡中国新诗

在世界诗坛的地位，并给标语化口号的浅薄恶

习以纠正。”［１０］由于“南方学院诗人群”并没有

关于自我诗学的专撰，常任侠这段文字可谓现

代南方学院诗人群对新古典主义最集中的表

述，也允称其诗学理想的总概括。

关于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与“新古典主义”

的关系，可以从比较中得到相对澄清。首先，不

能在布洛瓦的意义或者王富仁“反现代”的意义

上来理解南方学院诗人群的“新古典主义”。布

瓦洛所坚持的“古典主义”虽然被朱光潜视为
“假古典主义”，但它在理论上的贡献是毋庸置

疑的。拉丁古典主义也好，希腊古典主义也好，

它们的正统部分，沈雁冰、郑振铎、梁实秋等都

是认可的，即便是在韦勒克和艾布拉姆斯，关键

点也并不在于拉丁式还是希腊式，而在于有没

有落入僵化的形式主义。至于王富仁的“反现

代”立场，似乎能在“学衡派”“新月派”等一些持

人文主义立场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家中得到印

证，但很显然，南方学院诗人群并没有在这种带

有思想史论辩的意义上使用过“新古典主义”。

其次，台湾现代诗坛上关于“新古典主义”诗学

的论争对于我们理解南方学院诗人群的“新古

典主义”立场或许有一定的启示，但实际上二者

关联并不大。一方面，无论是在当时台湾诗论

家的论述范围里，还是在他们的论述对象所讨

论的范围里没有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可见他

们并未注意到这群诗人；另一方面，这场诗学讨

论本身的视野也不大，它所在意的“古典”仅限

于中国古典诗词传统。第三，现代南方学院诗

人群所理解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包容性很强

的诗学，它号召写作者要善于学习和继承整个

人类所创造的文艺财富，尤其是可为自身所利

用的那些部分，这样他们才可能总是保持涵容

古今、兼具中西的气度，其中对于艺术和现实的

重视，本来也为前贤所重视，所以这也是他们写

作中的应有之义。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所强调

的“新古典主义”之关键，在于从其理论出发点

开始而贯穿写作始终的、对“中和”与“综合”的

追求，在于始终注意平衡艺术审美、现实关怀和

个人经验和能力之间的关系。准此，南方学院

诗人群所标举的与其说是作为“主义”的“新古

典主义”，毋宁说乃是一种“新古典趣味”。在现

代南方学院诗人群的诗学实践中所体现的“新

古典趣味”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

一是对古典的尊重和学习。首先，“古典”

的概念在他们这里得到了很大的扩展。“古典”

回到了其原初意义，即对今人具有师法意义的

典范性作品，它可以存在于古今中外任何时空

范围之类。这是非常包容和开放的认识，也对

诗人的修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惟其如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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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才看到现代南方学院是人群对“古典”的理

解，于中国古典诗歌，就不仅仅是“晚唐的美丽”

了，而直接扩大到了《诗经》以来整个中国的诗

学传统；于外国的古典，他们也乐于扩大对于世

界诗歌的考察范围，同时还根据中国现代诗歌

发展的实际情况，查漏补缺，引介世界诗歌，譬

如《诗帆》时期对于苏俄与日本象征主义的介

绍，对于东方民族诗歌的翻译；《中国诗艺》时期

对于欧美现代主义诗歌的介绍，而在《诗星火》

时期又开始重新发现英国浪漫派诗歌。纵观其

十数年的诗歌实践活动，可以说，对于“古典”的

尊重和学习，始终贯穿在该诗人群的创作、译介

和理论推广中，而对“古典”和“典范”的尊重，又

与他们良好的中国古典诗学训练是分不开的，

这也是他们在中国现代诗坛的重要身份标识。

二是关于“新”的内涵。首先，“新”意味着

一种“创新”的精神。在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这

里，追求“创新”与尊重“古典”并不矛盾。“创

新”所暗含的“除旧布新”在他们这里的体现，是

不断发现同侪的不足和偏颇，并着力改善或矫

正。他们对于流行“诗风”总保持高度警惕：《诗

帆》虽受益于“新月派”和“现代派”，但他们从来

不惮于指出二者的流弊；《中国诗艺》敏锐地注

意到了左翼诗人对于“大众化”强调所导致的偏

颇，迅速在创作和理论上做出了回应；《诗星火》

暂时搁置“艺术”和“现实”的两难抉择，选择从

经典重读和重释出发，尽管时代没有给它足够

的时间看到成功的时候。他们之所以敢于求
“新”，其实也基于对于“古典”的了解，因为他们

始终保有较为开阔的文学视野。另一方面，

“新”也与“当下性”紧密相关。对现代南方学院

诗人群来说，最大的当下性是其所经历着的社

会历史文化政治环境。其中，在历史政治方面，

是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的接踵而至；在文化和

意识形态方面，则有文艺大众化和现代主义诗

歌的交织与错杂。这是“南方学院诗人群”所切

身的时代，是他们的“当下性”。当然，这也是所

有经历那个年代的中国现代诗人的“当下性”。

这个“新”，是诗人们无法避免的，可以说因为这

个“新”存在于所有的文学／诗歌里。但是，无法

避免并不意味着无法选择。对于中国现代诗人

而言，他们的身份标识，恰恰在这对“新”的选择

和理解中见出。在由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所主

办的四种社团刊物以及他们的诗歌创作中，我

们总能看见他们对于“当下性”的回应，尽管其

中不乏转变期的阵痛，譬如《诗歌战线》初期的

犹疑和不适。但是，大多数时候他们都能有效

地调配好个人经验、“当下性”和审美意识，从而

较大程度地保持了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保有

了诗歌的“真”。为着“当下性”的要求，他们不

断扩大诗歌的题材和范围，学习适应“当下性”

所需要的诗艺技巧。他们不介意诗歌介入“当

下”，当然他们也几乎不会迎合“当下”，他们做

出如是的选择，是因为他们觉得需要这么做。

为何能够如此呢？因为对于“当下”的关注，是
“古典”的应有之义，也是他们的成长环境和教

育背景的使然。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他们的诗

歌和人生达成了统一。综上，南方学院诗人群

所标举的“新古典主义”是一种“现代的古典主

义”，近似于西方的艾略特主张传统与现代同时

共在的新人文主义的文化立场和新古典主义的

文学立场，但也必须指出，该诗人群与艾略特及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中国现代派诗人的反浪漫主

义不同，他们同时也把西方的浪漫主义视为值

得继承和借鉴的诗歌传统，至于他们的现代主

义趋向乃是很鲜明的。所以，该诗人群的“新古

典主义”其实是努力兼容和打通古典、浪漫与现

代的新综合诗学趋向，归根结底他们是现代诗

的一支，不是泥古不化的古典派。

三是该诗群的代表诗人能够在抒情的坦荡

与节制之间寻求比较恰当的平衡，体现出一种
“克腊西克”（ｃｌａｓｓｉｃ，古典的）的艺术理性。典

型代表包括常任侠的爱欲诗及沈祖棻对于“温

柔”抒情传统的继承和超越，前者将初恋时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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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动与羞涩、热恋时肉与灵的交汇与融合、分

手时情与理的冲突与反思，以坦然而健康的写

实笔调娓娓道来，堪称中国现代情爱诗的一帜

独树；后者依托自己良好的古典诗学训练，创造

性地转化了自《诗经》以来的温柔敦厚的传统，

将现代女性的爱情、婚姻以及家国情怀熔铸于

自然流畅的白话语言之中，殊为不易。通过他

们的诗作，我们发现，当那些激烈而浓烈的个人

情感恰到好处地进入合适的审美表现形式之

后，现实、理性和艺术就达成了奇妙交融。

四是关于“主义”与“趣味”的问题。将这群

诗人视作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而非学院诗派，

与以“群”而非“派”来指称这群诗人一样，由“主

义”而“趣味”显然更符合他们的诗学理想。尽

管常任侠自我标举了“新古典主义”，但是从诗

人们的诗歌创作实情和文学交往实情出发，“主

义”往往意味着一种主导性的、系统的观点、理

论或者主张，也意味着需要实际的推行或发扬

活动，同时“主义”还有一定的排他性，而这并不

符合该诗人群在３０、４０年代的作风。“趣味”之

说则是对通常所说的“主义”色彩的淡化，这也

是一个带有传统中国色彩的词汇，往往是因为

相似的品格性情、禀赋才华、教育背景以及家世

经历而促成的，它较符合该诗人群的品格。

正因为如此，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充分吸

收了前此各方的合理性，又努力纠其偏颇，形成

了个性化的诗学姿态和诗学视野，一是对中外

诗学传统更为开放和包容，对整个中国古典诗

学传统和西方的诗学典范都持包容、兼采和转

化的姿态，所以他们才能自由而有创造性地转

化《诗经》以来诗学传统，同时兼采西方诸多优

良诗学传统，常任侠和沈祖棻就是成功的典型。

二是他们在注重诗艺形式建设和表现现代人的

多样精神世界的同时，也吸收了左翼的社会关

怀意识，不像新月派、象征派、现代派那样趣味

狭窄，所以抗战爆发后他们能与左翼诗人积极

合作，也就是说他们对诗的内容拓展与形式建

设是同时并重的。这群诗人很注意地处理了新

诗艺术的各种关系，比较少偏至和偏执。他们

始终坚持新诗的艺术性，坚持新诗路的开放性，

从不画地自限，也一直反对概念化，尤其自觉地

向古今中外的诗歌艺术传统与潮流开放、也不

断拓展新诗的现实性和社会关怀。如此，他们

比较平衡地处理了以往和同时代的诗人没有处

理好的各种关系，以和而不同的态度化解了各

种矛盾和偏至的倾向，才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如果要简短描述南方学院诗人群的诗学追

求，莫过于说是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诗。

可以说，南方学院诗人群标举的新古典主义，或

者说他们在实际的诗歌活动中所体现的新古典

趣味，其目的就在于创造中国特色的新诗。

南方学院诗人群在创造性地转化中国古典

诗学传统，积极借鉴西方浪漫主义的诗歌经典，

兼容现代主义的新感觉新诗艺，向中国新诗坛

贡献出了既富于现代感且兼容了浪漫性而又颇

有中国特色的新诗这个共同趋向之外，还在中

国新诗的诗歌类型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就包括

现代田园诗、都市诗和爱情诗的创作，以及在抗

战中走向对家国情怀的抒写。其中，常任侠的

田园诗发展了中国古典的田园诗传统而又兼采

叶赛宁的田园抒情，或淡远宁静，或活泼清新，

于从容平稳地抒写中见出对于土地、自然和人

的朴素而真挚的深情，他的爱情诗以至爱欲诗，

则主要融合西方的浪漫主义诗歌传统和中国古

典诗歌里的思无邪的情诗传统，坦荡磊落，不拘

小节，显示出人性和神性的恰当融合；汪铭竹的

都市诗富于西方的新感觉气息兼有东方情韵，

显示出了中国现代诗人进行主体性的自我拷问

时挥之不去的古典文学情结，从而呈现出既现

代又传统的面貌。更难能可贵的是，二者的艺

术特色在抗战时期得到了深化与拓展，常任侠

的叙事长诗有着庄严雄伟的史诗格调，而汪铭

竹则将自己对于个人与集体、世界和宇宙的思

索与礼敬屈原、杜甫等古典诗人的人间关怀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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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融入创作实践中。沈祖棻在抗战时期的家国

情怀之抒写共存于新旧诗／词的创作中，而新诗

中的抒写尤其令人称道，因为唯有此时她方摆

脱了旧诗词对于现代知识分子家国情怀的束

缚，从而完整而深入地揭示了现代家国情怀的

真正内涵，同时也通过这种完整性和深入性向

人们展示了新诗在文体上较之于旧诗词的特性

乃至优越性。

　　四、余论

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的诗歌活动持久而有

效，他们独立创作了一系列特色鲜明的诗歌，引

介了一批数量不小、质量较高的译诗和译文，他

们热心参与了现代诗歌史上的重要讨论，主持

出版了多种有影响力的诗歌丛书，称得上是中

国现代诗歌史的一支重要力量。但是，这与当

前主流新诗史的描述似乎有所出入。原因何

在？这个问题或许可从以下三个维度展开。首

先，要考虑到社会时代对于具体文学行为的制

约。对于特定的文学思潮而言，它的产生、发展

和衰落并非随机无序，而由给定的时间、空间和

人的合力所促成的。考察南方学院诗人群的行

状，中间确有现实、艺术、政治与人生选择的多

重抵牾。其次，要考虑到诗人品格和个性。相

对而言，这群诗人名利意识不强，后又以古典文

学研究为志业，新诗并非其首要选择。第三，要

考虑到从诗学理想的表达到诗歌风格的成熟所

必须的时空要求。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所倡导

的新古典诗学对写作提出的要求非常高。暂且

不论具体的要求，其中所说使中国新诗卓然立

于世界诗歌之林，对于草创不过十数年的中国

新诗而言，绝非容易达成的目标。固然，这项诗

学方案在理论上非常具有吸引力———它是高度

的综合，又高度地要求诗人个性的实现———但

是它的达成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何况，诗人们

所生活的年代又对诗人的探索和实践活动有多

重的桎梏。尽管诗人们努力在各方面自觉践行

自我诗学理想的要求，但是这也并不能保证他

们在自己每一首诗作中实现。

看起来，现代南方学院诗人群只好接受这

样的命运了。但是，即便如此，其诗歌活动和创

作实绩仍足以使我们肯定，仍旧需要指出在２０
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的中国现代诗歌中，他们是不

可忽视的群体。他们在“新古典”的实践追求

中，为中国现代诗作出了许多有益的探索和实

践，尽管它常常处于被打断、被割裂的境遇之

下，他们还是留下了一批数量和质量兼具的创

作、翻译和其他工作成果，以至于后来者能从中

得到启示和裨益。尽管南方学院诗人群曾经在

很长一段时间要接受默默无闻的命运，但这似

乎也无需过于感叹了，毕竟，几位得高寿的诗人

自己在晚年对此也无惋惜的意思。当然，这并

不是说他们的工作及他们引发的思考不能继

续。事实上，对于诗歌写作而言，关于“古典”和
“新”的讨论永远不会停止。前文已经提到，南

方学院诗人群同时代的北方学院中，陆志韦、吴

兴华、宋淇（林以亮）、郭绍虞、孙羽（孙道临）等

也进行着相似的“新古典主义”实验。不过，稍

显不同的是，这几位诗人更注重诗艺上的实验。

譬如，为考察新诗的“化欧”和“化古”，陆志韦和

吴兴华进行了很多写作试验，也取得了一定成

绩。当前对吴兴华的研究越来越多，他有时候

也被视为中国现代诗“新古典主义”的代表诗

人。事实上，最早指出吴兴华探索意义并给予

其很高评价的周熙良，也是南方学院诗人群的

好友，他后来还在《诗星火》出版发行期间作出

了不少工作。不过，正如卞之琳已经指出过的

那样，对于吴兴华而言，“中外书本的深广和公

私生活圈子的狭窄，也可能给兴华过去带来了

新发展的限制……”［１１］。所谓“公私生活圈子

的狭窄”，实乃委婉的指出了吴兴华“新古典主

义”的缺陷所在，彼时期的吴兴华困于华北沦陷

区，生活圈的确过于狭窄了，同样的情况也适用

于其他几位北方学院中的诗人。显然，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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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陷并未出现在南方学院诗人群那里。可见，

同为“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具体的实践仍有

不同。再举一例，２０世纪５０、６０年代，在台湾

现代诗坛，“新古典主义”再次得到讨论。为这

场争论做了良好的理论准备、同时也是争论中

立场持中的《文学杂志》之主编夏济安（１９１６－

１９６５），曾先后就读于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后来

又曾在西南联大从事教学工作，这样的教育经

历，不正好与南方学院诗人群的核心诗人们有

很大的相似呢？至于引发台湾这场讨论的几篇

重要诗作和诗论，来自一位名叫梁文星的人，而

梁文星正是由林以亮为吴兴华所取的化名。这

一切并非巧合。至于更深入的讨论，或可留待

新的文章去展开。

［注释］
① 关于该诗人群的概况，可参见朱晓进（《略论诗帆的成

就》，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１９８９年第２期）、汪亚

明（《现代主义的本土化———论“诗帆”诗群》，载《文学评

论》２００２年第６期）、解志熙（《暴风雨中的行吟：抗战及

４０年代新诗潮叙论》，载《摩登与现代———中国现代文学

的实存分析》，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罗振亚（《不该

被历史遗忘的先锋群落———１９４０年代“中国诗艺社”

论》，载《北方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６期）、段从学（《中国现代

金陵诗人群述论》，载《文艺争鸣》２０１６年第７期）、马正

锋（《四个社团刊物和一个诗人群体———南方学院诗人群

的诗路历程》，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２０１７年第３

期）等人的相关研究。

② 据五羊的《论诗帆的怪癖性》（载《大道旬刊》１９３４年第１７

期）和尤辛的《一年来的中国诗坛》（载《读书顾问》１９３５

年第４期）之说法。

③ 见《〈北平情歌〉》（钱献之，《新诗》创刊号，１９３６年１０

月），《关于〈北平情歌〉———答钱献之先生》（林庚，《新

诗》，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谈林庚的诗见和“四行诗”》

（戴望舒，《新诗》，第２期，１９３６年１１月），《质与文———答

戴望舒先生》（林庚，《新诗》，第４期，１９３７年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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